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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構相互主觀的想像體： 
剖析冷戰起源時期的國際關係研究所

及其中國研究（1953–1975）＊

陳至潔
國立中山大學中國與亞太區域研究所副教授

成立於 1953年的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國研中心）是臺灣中國研
究與國際研究的學術重鎮。然而在冷戰高峰期間，國研中心實為中國國民黨政

府最為信任的敵情與外交智庫，更被國府統治者賦予對外宣傳的任務，以中共

情報提供者的身分廣泛參與了國際冷戰的活動，竭力協助國民政府維繫中華民

國作為一個相互主觀之國際想像體的的身分與地位。本文以國際關係理論中的

反思式建構主義為理論架構，以 1960年代臺美雙邊中國研究社群建立合作交
流的協商談判過程為案例，為國研中心在冷戰時期的制度發展歷程與其國際角

色提供一個更具說服力的詮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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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成立於 1953年、位處臺北木柵的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簡稱國

研中心）是臺灣中國研究與國際研究的學術重鎮，也出版臺灣權威的中國研

究與國際關係學術期刊。但是在 1975年之前，國研中心的前身—國際關

係研究所（簡稱國研所）—實為中華民國國家安全局的政策研究室，屬於

黨國情治體系的正式成員，且與中國國民黨最高統治者保持密切的互動。在

冷戰結束、臺灣民主化之前，國研中心是中華民國唯一向國內外學者開放閱

覽中共資料的機構，更被國民黨政府賦予對外宣傳與外交╱國安政策分析建

議的政治任務。不同的群體對這個地位特殊、功能繁多的機構有頗為不同的

評價：國民黨統治者信任它、中心成員以它為傲、中心以外的學術研究者則

與它保持距離（甚至不願與之為伍）。國研中心是臺灣威權時期中國研究的

先聲（當時慣稱「匪情研究」或「敵情研究」），也以中共情報提供者的身分

廣泛參與了國際冷戰的活動。國研中心是國際冷戰與臺灣威權時期延續至今

一個「活著的遺產」（a living heritage），而解釋這個機構在冷戰時期的制度

發展與功能演變，不只有助於推動以臺灣為論述主體的冷戰史與國關研究，

更能對臺灣中國研究社群所賴以維繫的知識與權力關係進行批判與反思。

本文探究並詮釋國研中心在冷戰時期（1953–1975）的制度發展與功能

演變，而這是臺灣的冷戰國際史研究的第一步。本文的研究範圍雖侷限於單

一機構，卻是一個牽涉層面更廣泛之跨學科研究計畫的先聲。本文所呈現的

論證與觀點，是一個具有時代價值之宏大議題（即冷戰國際史）的初探。本

文首先回顧國研所自 1953年成立後的制度史，並討論現有與國研所相關之

研究文獻的成果與不足之處。這似乎無甚特別的黨國機構史將要烘托出一個

令人困惑的發現，即國研所自 1960年代中期所開始進行的制度轉型。本文主

張，國研所的制度發展受到亞太冷戰演變與戰後臺灣政治發展的交叉影響。

本文認為國際關係理論中的反思式建構主義（reflexive constructivism）研究

典範較能詮釋國研所在冷戰時期的制度發展，因此第二部分首先簡述建構主

義國際關係研究典範的核心命題，並介紹反思式建構主義的主要觀點。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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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本研究最為相關者，則為雙層詮釋模式：反思式建構主義的研究取徑不只

探討國際關係中政治身分、利益、政策與行為等國際社會事實的建構過程，

同時更深一層地剖析國關知識菁英以何種身分、在何種知識權力關係的條件

下建構特定的國際社會事實，以及這些建構過程至終對於臺灣的中國研究社

群帶來哪些不可逆轉的深遠影響。

根據反思式建構主義的雙層詮釋模式，本文認為研究冷戰時期國研所的

制度發展涉及兩個相互建構、彼此影響的詮釋層次：知識與權力關係的層

次，以及國際社會事實的層次。本文第三部分聚焦在知識與權力關係的層

次，探討臺灣冷戰時期的知識與權力關係如何使得國研所成為全球中國研究

社群公認之權威研究機構。隨著冷戰格局自 1960年代中期的改變，中華民

國逐漸失去西方國際社會重要成員的認可，也連帶威脅國民政府的國際生存

與統治正當性，國民黨政府（以下簡稱「國民政府」或「國府」）必須動員

所有可能的支持力量以扭轉頹勢。但是，國民政府統治菁英必須先找出認同

該政權意識型態與政治身分的知識菁英以執行此政策。這能夠解釋國府統治

菁英為何在 1960年代中期選擇國際關係研究所—而非其他研究機構，例

如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去執行此一戰略性外宣行動：國研所成員與

國民政府菁英都服膺中國國族意識型態與保守政治理念，形成了一致的世界

觀與政治認同，對彼此發展出高度的信賴感，這使得國研所知識菁英的職業

發展與中國國民黨政權的前景密不可分。準此，國研所自 1960年代晚期開

始被賦予了更多的任務與資源，從而開始了它的制度轉型與功能擴張，並在

1970年代進入高速發展期，這是國研中心在 1960年代中期開始由一個向外

封閉的情研諮詢單位轉型為對外接觸的學術宣傳機構的主要原因。

與國研所相對的，則是中央研究院，特別是該院的近代史研究所。中研

院的中國研究知識菁英雖然學術地位崇高，卻因為追求另類的（甚至被認為

是敵對的）社會知識與政治理念，導致他們難以與國府統治菁英形成相互主

觀的政治身分與論述取向。中研院的知識菁英因此在冷戰時期臺灣的知識與

權力關係網路中成為邊緣者，並且不斷受到各種直接與間接的政治壓力，因

而不能也不願在 1960年代臺美雙邊當代中國研究合作交流的過程中扮演主

要角色。兩個研究機構在臺灣冷戰時期知識與權力關係中所處的不同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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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生了不同的中國知識，也深刻地影響爾後臺灣中國研究的制度發展與思想

演變，直到如今仍然影響了吾人所說具有「臺灣特色」的當代中國研究範式。

本文的第四部分聚焦於國際社會事實的層次，探討冷戰時期中國國民黨

政府建構與中國相關之國際社會事實的過程。國府自 1960年代中期開始便意

欲藉由主導並形塑國際中國研究知識體系的內容而影響西方主要國家的中國

政策，以鞏固中華民國的國際生存與其正當性。當時臺灣的知識與權力關係

使得國研所的知識菁英成為執行這項外宣政策的不二人選。國研所的戰略性

政治宣傳任務，在於促使國際社會成員（特別是美國與日本）繼續承認並維

護一個「相互主觀的想像體」（an inter-subjective imaginality）—即中華民國

作為「真實的中國」—的國際生存與正當性；這便充分解釋國研所在 1960

年代中期之後的制度轉型與功能擴張。易言之，國民黨政府以國研所及其學

者（作為建構、維繫與傳散特定國際社會知識的菁英）為溝通管道與說服機

制，授權他們運用權威的中國情報與知識（作為一套特定的國際社會知識）

而建構並維繫一套國際社會事實，即國民黨政府統治的中華民國雖然僅控制

臺灣、澎湖、金門、馬祖與其附屬島嶼，卻是「真實的」中國（the “authentic” 

China），具有代表全中國人民的國際正當性。

由於退守臺澎金馬的國民政府失去了在國際社會代表全中國的物理基礎

（即對中國大陸土地、人民與資源的有效統治），這個「真實的中國」最多只

能存在於國際社會成員的想像之中。可以說，此一分析層次所解釋的對象屬

於本體論的範疇：國研所學者在國際社會爭辯何為「真實的」中國，以及這

個中國想像體的基本屬性。由於這套國際社會事實與當時的國際物理事實完

全脫節，至多只能成為一個「相互主觀的想像體」。然而「真實的中國」作

為一個國際想像體卻可能對國際社會重要成員的中國政策產生實質、可見的

影響力，並決定中華民國的國際生存與國民政府的統治正當性。本文的實證

研究重點，是要呈現國府藉由國研所去建構並維繫中華民國作為國際社會間

一個「相互主觀的想像體」的具體做法與實施過程，至於其成效的評估則較

不是本文討論的重點，因其牽涉國際中國研究社群與西方主要國家政府對國

府外宣行動的反應，不是本文篇幅與研究資源所能處理的。

本文以檔案實證調查的成果來支持前述的核心觀點。作者將調查重點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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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 1960年代期間，中華民國與美國為了建立雙方中國研究學者的學術合作

與交流制度而進行的談判協商過程。這個制度建立過程的參與者（例如時任

中央研究院院長的王世杰、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長的郭廷以、國研所主任

的吳俊才等）留下豐富的原始紀錄，充分反映了國民政府在國際冷戰與國內

威權雙元結構下，為了建構並維繫這一國際政治想像體的生存與正當性，便

運用其所信賴的知識菁英，希望以學術交流的方式與管道，主導西方中國研

究知識體系的議程與內容，進而影響西方主要國家中國政策的過程。然而，

國府運用國研所知識菁英執行戰略性外宣行動，最後仍不敵日益增強之異質

性中國論述的挑戰，而以失敗告終（以中共政府進入聯合國、美中建交、臺

美斷交等重大外交事件為證明）。

本文的結論部分除了回顧研究成果之外，也將探討以反思式建構主義為

詮釋框架的國研所檔案研究，對臺灣中國研究與國際關係研究的時代意涵與

知識價值。作者認為以國研所歷史檔案為基礎的研究問題與所做觀察，對當

下臺灣的中國研究與國關研究至少有三重的意涵。第一，這樣的研究將有助

於催生臺灣冷戰史研究社群的建立與茁壯；第二，以反思式建構主義為詮釋

框架的中國╱國關研究，可以與現今臺灣政治學社群裡的「中國學」進行對

話與相互學習；第三，本文可促使華人社會的中國研究與國關研究學者開始

將知識與權力關係納入經驗研究的範疇內，使得中國研究╱國關研究知識菁

英與政治菁英的互動條件、機制與模式成為學術研究的題材。

壹、冷戰起源時期的國際關係研究所

冷戰結束、臺灣走向民主政治之後，坊間對國研中心的人員與功能已有

些獵奇式的報導，其內容均將國研中心描寫為最受中華民國政府信任的外交

國安智庫，與中國國民黨政務官的非正式培訓所（張實，1990: 26–27；陳煥

然，1990: 27–28；曾嬿卿，1994: 108–110）。國研中心退休人士以及曾經與

國研中心有工作關係的退休官員亦曾發表與國研中心有關的回憶或評論（佚

名，1992a: 112–115; 1992b: 131–133；王萍訪問、官曼莉紀錄，1990；張炎

憲、許瑞浩，2009: 168–173; 246–253；邵玉銘，2013: 233–248）。但是直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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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才出現以國研中心（與其前身國研所）為嚴肅調查對象的學術研

究成果（劉曉鵬，2013: 145–174；Chen, 2014: 89–121; Liu, 2014: 55–88; Kou, 

2014: 9–53）。以國研中心與其中國研究範式為分析對象的學術研究，目前仍

在起步階段，而這已有相當難度。

現有針對國研所的研究文獻著重在理清國研所於冷戰時期的制度發展

史。例如，劉曉鵬（2013: 147–159）發現國研所在組織原則、功能設計與人

事運用上承襲了抗戰時期成立的情報分析機構「國際問題研究所」（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IIA）。在組織原則上，國際問題研究所與國際關係研

究所（1953–1975）承襲了蔣中正建立組織的風格，亦即都遊走於正式體制

與非正式管道之間：一面來說，兩個單位名義上僅是中層情研機構，卻都直

屬於國民政府最高當局—即蔣中正與到臺灣之後的蔣經國。因此這兩個單

位的領導人得以時常越級直接面交情報分析與政策建議給蔣中正與蔣經國。

在功能設計上，這兩個單位除了提供國關與敵情研析與建議之外，也都被兩

位蔣先生賦予國際情報合作、國際宣傳、爭取國際認同的任務。在人事運用

的方式上，國研所不只有原先國際問題研究所的成員，兩個機構也都以曾經

效力於敵對陣營、而後遭捕俘或變節者為其情報研析的主幹（例如日本人、

臺籍人士，以及中共成員）。

又如，陳至潔（Titus C. Chen, 2014）與寇健文（Chien-wen Kou, 2014）以

國研所典藏的冷戰時期檔案為基礎，試圖解釋該機構在1960年代晚期開始的

功能蛻變與其對臺灣中國研究的影響。他們認為國研所由一機密的情研戰規

機構轉變為一對外公開的國際宣傳與學術交流重鎮，是以1970年為分水嶺，

因為國研所在該年底舉辦了第一屆「中美中國大陸研討會」（Sino-American 

Conference on Mainland China, SACMC，簡稱中美會），此後年年舉辦，還以

此會議為藍本，成立其他類似的雙邊中國研究學術交流會議。陳至潔推測國

研所的改制與當時國際與國內的結構因素有關。然而，現有文獻僅使用了國

研所典藏的部分檔案，它們對關鍵事件的詮釋便不可避免地較為片面（甚至

有誤），也無法充分解釋關鍵事件的原因與進程。例如，陳至潔（Chen, 2014: 

102–104）發現國研所主任吳俊才曾在 1966年向蔣經國建議允許國研所與中

央研究院合辦國際性的中國大陸情勢研討會，但蔣經國不贊成。陳至潔認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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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俊才與蔣經國溝通的過程呈現出一個極不平等的權力與知識關係：在冷戰

格局與獨裁政體的雙重結構之下，權力的擁有者決定了知識分子的活動性質、 

方式與範圍。但是陳至潔並未解釋吳俊才為何希望與中研院合作，以及為何

在 1966年提出此要求；對於吳俊才想要舉辦國際性中國大陸情勢研討會的動

機，陳至潔提出的解釋也不準確。而且，由於陳至潔沒有探索中研院在冷戰

時期臺灣中國研究的政治定位，他就無法解釋為何蔣經國拒絕與中研院合作

籌辦國際中國研究會議。最後，現有文獻作為開拓性的研究，主要的貢獻在

於描述國研所的制度發展史，並由此討論在專制政體下權力與知識關係的特

性及其社會建構過程。然而，現有文獻並未解釋這種權力知識關係的政治目

的。換言之，現有文獻部分解答了國研所自 1960年代中期開始「發生了什麼

事」，以及「這些事如何發生」，但沒有令人滿意地解釋「這些事為何發生」。

解釋歷史發展的路徑與方式需要吾人掌握更多、更完整的檔案，因為檔

案從來就不是孤立的。與某個重大事件或重要政策有關的公文會分散出現在

不同的黨政軍機構，冷戰史學者必須由這些單位取得檔案，加上當時重要決

策人士或利益攸關者的日記手稿等個人資料，方有可能釐清各機構與各政治

人物對該事件或該政策的立場與看法，進而對該事件或該政策的發展做出有

憑有據的解釋。因此本文以現有的研究成果為基礎，運用新發現的史料與檔

案，進一步探索國際關係研究所為何能在日益艱困的冷戰大局勢，以及不對

稱的權力與知識關係中進行體制改革與功能擴張。本文擴大檔案研究的範

圍，除了持續運用國研所尚未開箱的檔案，還使用國史館典藏的中華民國總

統副總統文物，以及總統府、行政院與中央研究院公文，再加上王世杰、郭

廷以等當時重要學術領袖的個人檔案，最後對照中研院近史所研究人員在相

關議題的研究成果。然而光有檔案是不夠的，吾人亦需要具有穿透力與洞見

的詮釋框架，才能為國研所自 1960年代中期開始的制度轉型與功能擴張提

供有說服力的實證解釋，而非僅只是推論。

貳、反思式建構主義國關研究典範的詮釋架構

作者認為建構主義國際關係研究典範—特別是反思式建構主義（refl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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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e constructivism，或譯為反身式建構主義）—較其他國關理論更能夠解釋

國研所在1960年代中期開始進行的制度變革與功能擴張。自Nicholas G. Onuf

在 1989年出版了World of Our Making之後，建構主義作為一種有別於主流國

際關係研究典範的另類國際關係主體論便受到國關學界的注意，形成了Lapid

（1989: 235–254）所謂國際關係理論發展史上的第三次大辯論。建構論在 1990

年代開始受到歡迎，是冷戰後期北美青壯輩國關學者批判主流國關研究典範

的結果：他們認為主流國關研究典範漠視新興國關議題（Cox, 1986; Ashley, 

1986; Keohane, 1988: 379–396; Pettman, 2000: 69–147; Finnemore and Sikkink, 

2001: 391–416），也發現主流的國關研究重點無法解釋自 1980年代中期開始

出現的國際重大事件（Gaddis, 1992/1993: 5–58; Lebow, 1994: 249–277; Herman, 

1996: 271–316; Guzzini, 2000: 154–155）。主流國關研究理論與方法的貧乏，

使得青壯輩學者向主流國關研究典範以外的知識來源尋求靈感與幫助。1

建構主義是一套本體論，是一套認識社會世界的方法（approach），而不

是具有普遍性質的理論（generalized theory）（Onuf, 1998: 58–59）。不同的建

構主義國關學者關懷不同的議題，向不同的學科或哲學汲取思想上與研究方

法上的養分，在過去二十五年間發展出多元複合的研究取徑，包括經驗研究

與理論研究，其中之一便是反思式建構主義。如同建構論，反思論（reflex-

ivism，但直到 1990年代初期亦稱 reflectivism）是一套認識世界的方法，且

兼具認識論與本體論的內涵。反思論源自於批判社會理論（例如法蘭克福學

派、Pierre Bourdieu、Michel Foucault等）與知識社會學（Bigo, 2011: 225–258; 

Madsen, 2011: 259–275; Hamati-Ataya, 2012: 625–646），主要指涉人們產生「社

會知識」（social knowledge）的實踐及其社會效應：人們對於周遭社會事實

（social reality）所進行的心智反應—觀察、描述、分析、解釋、理論化等

—將會影響社會事實本身的演變。反思論者認為社會既是由人所建構，則

人們的世界觀與認識世界的方式—他們的心智世界（intellectual world）

—將會影響社會世界（social world）實際的運作過程及其制度結果。

1  有關當時北美青壯輩國關學者對理性主義國關研究典範的集體挫折感與焦慮感，是筆者在
攻讀博士學位期間，與教授建構主義或社會科學哲學等相關領域之學者（例如Cecelia Lynch, 
Wayne Sandholtz, Patrick Morgan, Kristen Monroe, Nicholas Onuf, John Gunnell等）討論而得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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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反思論的認知下，知識與事實相互構成彼此，知識與事實是相互照映

的本體，而社會事實也無法自外於人們的價值觀或意識型態而存在（Hamati-

Ataya, 2013: 678–679）。反思論的研究典範因此打破了理性主義者所強調的能

動者—結構分離命題，也挑戰了實證主義研究方法所強調的主體與客體之

間的分際，以及研究主體保持客觀、價值中立的倫理可能（Jackson, 2008: 129–

153）。準此，以反思論為理論基礎的國關經驗研究，會著重於分析那些產生

並傳散社會知識的條件、機制、過程與其改變國際社會事實的制度性結果。

由反思論的視角來看，國際法、國際典則（international rules）或國際規

範（international norms）可被理解為構成當代國際關係的社會知識，經由國際

機制╱制度的實踐而建構（或改變）了國際關係的社會事實。注重國際制度

的建構主義國關學者因此著重研究國際知識社群（epistemic communities）是

如何解釋與推廣他們認為有益於國際和平與發展的理念，並藉由建構國際社

會的論述而影響各國的利益與政策，至終改變國際社會事實（Haas, 1992: 1–

35）。這種研究路徑—強調國關知識菁英改變國際社會現實的機制、過程

及其政策結果—直到世紀之交都是反思式國際關係經驗研究的主要呈現方

式（Adler and Haas, 1992: 367–390）。2

但是反思式國關研究的探索焦點不僅在於檢視專業菁英與政治菁英的國

際社會知識是否—以及如何—改變（或建構）國際社會事實，更在於認

識國關學術菁英所建構的國際社會知識是在何種條件之下改變（或建構）國

際社會事實（或者，國際社會事實是在何種條件下改變或建構國際社會知

識）。後者帶有雙重詮釋（double hermeneutic）的性質，幾乎無可避免地牽

涉到國際關係場域中的意識型態與知識權力關係（knowledge-power relation-

ship），但這卻是 1990年代反思論國關學者所忽略而不去審視的，因為這些

學者的經驗研究仍帶有明顯的自由主義先驗假設與功能主義研究方式。

21世紀開始，隨著新一代的反思式建構主義國關學者（例如 Ido Oren, 

Stefano Guzzini, Brent Steele, Inanna Hamati-Ataya等）發表作品，反思論在國

2  有關社會科學具有雙重詮釋（double hermeneutic）的性質，請見 Giddens（1984: xxxii-xxxiii; 
285; 349–350）的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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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研究領域開始步入新的、更具企圖心—或是這些學者所稱較「濃郁」的

反思性質（strong reflexivity）—的研究典範（Hamati-Ataya, 2014: 153–156）。

一股「反思論的潮流」開始席捲國際關係研究領域。新一代的反思式建構主

義著重研究國際關係基本概念（作為一套權威的國際社會知識）與國際社會

事實兩者相互建構的過程，以及這個相互建構過程所需的物質與理念條件。

新一代反思式建構主義學者將國際政治中的意識型態與知識權力關係加以陌

生化而成為經驗╱檔案研究的對象（Hamati-Ataya, 2013: 679），因為他們在

經驗研究的過程中發現政治科學—特別是比較政治與國際關係次領域—

的基本概念與研究方法，幾乎無可避免地被強勢政治體制與政治菁英所制

約，甚至操縱。那些歷來被認為具有普遍性質的政治╱國關概念（例如民主， 

以及衡量民主程度的標準），在新一代反思式建構主義學者的筆下，變成了

知識與權力在國際場域中相互建構過程下特定時空與意識型態的產物：這些

基本政治╱國關研究概念的內涵不只會隨著時代的變動而變動，也會隨著政

治菁英的更迭而更迭，甚至會因為意識型態立場的改變而改變。3

掌握國際社會知識詮釋權的國關專業菁英，與掌握國際政治資源支配權

的統治菁英，以相互主觀的意識型態或政治理念為基礎，建立共享的政治身

分與利益格局，在特定時空之下結為同盟：國關知識菁英藉由服務他們所認

同的政治體制而獲得大量的軟硬體資源，統治菁英則因為開發並運用學術社

群的研發、分析與論述潛能，而鞏固了本身的國際生存與統治正當性，也建

構並維繫了特定的國際社會事實。為了防止異質性的社會知識藉由論述動員

或政治過程而改變現存的社會事實，統治菁英會有系統地吸納、壓制或迫害

那些堅持另類政治身分與理念的知識分子，這也顯示了一個在相對能力與政

治地位上極不對稱的知識權力關係。簡言之，學術菁英與政治菁英在國關場

域中的合作建構且維繫了特定理念的知識霸權地位與政策影響力，並藉由論

述策略而促成特定國際社會事實的出現或延續（Dezalay and Garth, 2011: 276–

293）。4

3  最近的例證即是「大規模毀滅性武器」（weapons of mass destruction，簡稱WMD）這個名
詞的流行，請見 Oren and Solomon（2013: 109–135）。

4  關於知識菁英與統治菁英如何運用價值觀、政治身分與相互主觀的想像體去影響外交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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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菁英與知識菁英在國際關係場域中猶如對鏡自照般地合作，而國關

知識菁英的職業發展與其專業社群的成長，都與政治菁英的恩庇與馴服脫離

不了關係。新一代反思式建構主義學者所關切的，是兩層彼此有所分別、但

又相互影響的社會建構過程：反思式建構主義學者不僅探討國際關係中政治

身分、利益、政策與行為等國際社會事實的建構過程，且更深一層地剖析國

關知識菁英以何種身分、在何種知識權力關係的條件下建構特定的國際社會

事實，以及這些建構過程至終對政治科學╱國關研究社群帶來哪些不可逆轉

的深遠影響（Cull, 2008; Hamati-Ataya, 2011: 259–287; Oren, 2003; Saunders, 

1999）。

然而到目前為止，以反思式建構主義為理論基礎或解釋框架的經驗╱檔

案研究並不多，而新一代反思論國關學者仍將研究與出版的重心放在理論的

闡述，希望催生出一套能與理性主義分庭抗禮的反思主義國關研究典範

（Hamati-Ataya, 2011: 259–287; Guzzini, 2013: 521–541）。而且反思式建構主義

學者較為忽略的一個現象，就是國際社會幾乎從未被單一的知識霸權體系所

壟斷，而總是存在著多個性質各異或是立場相左的知識體系。而建構並維繫

這些國際社會知識體系的各個知識與權力聯盟，便在國際場域中結合物質力

量與論述能力去爭奪典則制定（rule-making）與議程設定（agenda-setting）

的權力，以取得國際知識霸權的地位，並將所建構的國際社會知識轉變為國

際社會事實。易言之，另類的社會知識並不會從國際場域中徹底消失，即使

是取得霸權知識體系地位的知識與權力聯盟，也難以完全斬除那些異質性

的、或帶有抵抗性質的另類論述。將國際社會知識建構為具有相互主觀性質

的國際社會事實，是一個充滿挑戰、抗拒與不確定性的過程。而且當一套社

會知識在某一層級（或某一區域範圍）取得霸權的地位，在另一層級（或是

全球範圍）卻可能還是眾多另類知識中的一個。也因為如此，吾人必須將特

定知識體系的國際地位視為一個需要查驗的實證性問題，而非一個不證自明

或恆常不變的先驗性說法。

  策，可見 Bettiza（2014: 3–4）對於文明政治（civilizational politics）的探討，以及 Steele
（2007: 901–925）對美國政府援助南亞海嘯災民之過程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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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反思式建構主義作為研究冷戰時期國際關係研究所制度演變的詮釋框

架，是頗為合適的，因為前述反思式國關研究典範所關注的核心議題，都具

體而微地呈現在國研所的制度發展過程之中。反思論的雙層詮釋模式，也為

研究國研所冷戰時期制度發展的學者提供了不可缺少的解釋途徑。而反思式

建構主義需要改善的理論缺陷，也具體呈現於國研所的案例中。準此，國研

所可說是檢驗反思式建構主義國關研究典範是否能夠由理論探索延伸至經驗

╱檔案研究的指標性個案。

參、國研所的知識與權力關係：一座島嶼、兩種想像

新一代的反思式建構主義者關注國關知識菁英所建構的國際社會知識，

是在何種條件之下改變國際社會事實（或者，國際社會事實是在何種條件下

改變國際社會知識的內涵與國關知識菁英的身分）。這些問題幾乎無可避免

地牽涉到國際關係場域中的意識型態與知識權力關係。準此，冷戰時期國研

所學者建構並維繫國際上相互主觀之中國想像體的理念與制度條件，便是國

研所當時所處的意識型態與知識權力關係。今日吾人可藉由閱讀並比較國研

所典藏的檔案與同時期的黨政機構歷史紀錄，來研判國研所在臺灣冷戰時期

知識權力關係中所處的地位，以及國研所核心成員的意識型態與政治理念。

中國國民黨政府為何選擇國研所—而非其他機構，例如中央研究院的

近代史研究所—去建構攸關中華民國生存的國際論述？國研所並非偶然地

獲得國府最高當局的青睞。如前述，國民政府自 1960年代起，開始藉由主導

國際中國研究知識體系的發展方向與研究內容而影響西方主要國家的中國政

策。但為了要使這套有利於國府統治菁英的中國論述成為國際社會事實，國

民政府統治菁英必須先找出認同該政權的國關知識菁英以推廣、傳散這套中

國論述。易言之，統治菁英必先確定所控制並運用的知識菁英擁有與他們一

致（或至少是高度類似）的政治認同與國族意識型態，才能轉移資源與執行

政策。國研所的知識菁英完全符合這樣的期待，這由國研所的制度發展史得

到相當的明證。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不及五年，統治中華民國的中國國民黨政府便在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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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中潰退，於 1949年敗走臺灣，失去了對中國大陸領土、人民與資源的有效

控制。在內戰中獲得全面勝利、據有中國大陸的中國共產黨不只在北京成立

了新的中央政府（以下簡稱「中共政府」），更建立了新的「中國」—中華人

民共和國。中共政府向國際社會宣稱中華民國及其國民政府已覆亡，並要求

國際社會承認中共政府在國際間代表全中國的正當性。國民政府與中共政府

之間歷時數十年的中國國際代表權爭奪戰就此揭開。1949年 6月，當時仍在

「下野」狀態的蔣中正，決定以中國國民黨總裁的身分成立「總裁辦公室」（李

甲孚，1994: 124；蔣經國，1988: 93–94; 108）。同年 8月總裁辦公室成立於

臺北草山，下轄八組一會，並在第一組的編制下成立「政治行動委員會」，

由第一組副組長蔣經國擔任主任，用以整編並改造當時潰散無序的國府情治

單位（蔣經國，1992a: 168; 1992b: 386；涂成吉，2007: 99–101）。政治行動

委員會對外的名稱為「總裁辦公室資料組」，但是在總裁辦公室內部的通稱

則是「情報組」（國史館，1949）。當蔣中正於1950年3月在臺北「恢復行使」

總統職務後，總裁辦公室第一組便改制為總統府機要室，而政治行動委員會

也改編為總統府機要室資料組，仍由蔣經國為主任，負責督導、協調國民政

府各情治機構的工作。

同年 6月 25日韓戰爆發，冷戰衝突在西太平洋迅速升溫，美國杜魯門政

府先是決議以美國海軍第七艦隊巡弋臺灣，造成臺灣海峽中立化現象，繼而

在 1951年 5月改變對臺政策，提升臺灣在美國西太平洋冷戰佈局的戰略重要

性，將臺灣視為圍堵國際共產運動擴張的前線，並決定加強臺灣的防衛力

量，大幅增加對臺美軍援助（張淑雅，2011: 83–87; 150–153）。到了 1951年

10月，美國國防部已正式稱呼在臺灣的政府為中華民國政府，並承認在臺

灣執政的是一中國政府（張淑雅，2011: 173–179）。1952年春天之後，國民

政府的戰略與政治價值在美國冷戰架構中更形提升：華盛頓已認定在臺灣的

中國國民黨政府可以被持續改造精進，最終成為東亞重要的反共資產（張淑

雅，2011: 196–203）。蔣中正總統領導的國民政府在臺灣獲得喘息空間，待

其國際政治地位獲得保障，又自 1952年開始獲得大批美國軍經援助，便恢

復對中國大陸的攻勢戰略規劃。

然而蔣中正不滿意於國民政府情治機構的冷戰局勢分析與戰略建議；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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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1952年春便要求蔣經國改善國府的情研戰規品質，復於 1952年 11月、

1953年 2月兩次手令蔣經國成立一高級敵情研析與長程戰略規劃機構（國研

檔案館，1953a; 1953b; 1953c）。「總統府機要室資料組研究室」便於 1953年

4月 1日正式成立，接受時任國防部總政治部主任蔣經國的直接領導，在國

府內部代號為「遠廬作業室」，主要任務是蒐集、整理、分析中共發展與國際

共產運動的態勢，就此向蔣中正與蔣經國做出政策建議，並出版國府內部刊

物《問題與研究》及《匪情月刊》，且不向外公開其活動。5 1955年 3月，總

統府機要室資料組改制擴編為總統府國家安全局，隸屬於國防會議（1967年

後更名為國家安全會議），資料組研究室也改隸，並更名為「國家安全局政策

研究室」（以下簡稱「政策研究室」或「政研室」）（國研檔案館，1964d）。

為了掩蔽政府情治單位的敏感身分，政研室在成立之初即獲總統府資料組授

權，以「國際關係研究會」名義對外聯繫（以下簡稱「國研會」）。1957年

下半年復經蔣經國同意，在 1958年 2月以「國際關係研究會」的名稱向內

政部登記為人民團體，以便邀請專家學者參與研討會（國研檔案館，1957a; 

1957b）。這是國際關係研究所在 1950年代的前身。

國際關係研究所的早期制度發展史清楚地顯示，該機構是中國國民黨最

高統治者直接命令下的產物，是兩位蔣先生個人意志所造就的單位，是國民

政府統治者所嫡生的機構。國研所被創造的目的完全是為著協助蔣中正的軍

政戰略規劃，可說是蔣中正的個人情研戰規機構，由蔣經國直接督導（國研

檔案館，1953e）。而且國研所早期的核心成員，多是中國國民黨的資深對外

宣傳工作者（例如邵毓麟、李白虹、鮑靜安），或是與蔣經國有個人情誼及長

期共事經驗者（例如卜道明、馬星野）。6準此，國研所的核心成員與國民政

府統治者分享了相同的中國國族意識型態與專制保守的政治理念，強調中國

人的自我認同與支持獨大專斷的行政權。易言之，國民政府統治者與國研所

成員擁有一致的世界觀與政治思想，發展出高度重疊的政治身分。他們信任

彼此，並發展出交織密切的人際網路，他們的關係猶如對鏡自照。國研所知

5  因此國研所檔案多與中共、俄共及中華民國外交情勢的情報分析有關。
6  有關國研所早期核心成員與國府統治階層之親密關係的源流，劉曉鵬（2013: 163–170）的
論文有詳盡的考證與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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識菁英的職業發展也與國民政府的發展密不可分，而知識菁英與統治菁英的

合作也建構並維繫了「真實的中國」作為國際成員間相互主觀之想像體的政

治正當性與政策影響力。

威權專制體制維繫了一個極不對稱的知識與權力關係，知識菁英在其中

幾乎沒有自主空間；他們既難以抵抗或撼動統治菁英的權力，便只能在扈從

與避走之間做出選擇。國際關係研究所卻是臺灣冷戰威權時期的制度獲益者， 

因其成員的國族意識型態與政治理念與中國國民黨統治者的一致，而他們的

專業知識與論述技能又對國民政府的國際生存有所助益。國研所知識菁英一

面分享國民政府的政治理念與國族意識型態，另一面則是在國際事務上自願

地、積極地襄贊國府統治菁英。因為蔣中正與蔣經國的重視，國研所在臺灣

冷戰時期的知識權力關係中佔據了極為有利的地位，擁有龐大的政治與物質

資源，以及無人可比的政策與學術影響力。蔣經國直到他擔任行政院院長以

前，都特別重視與中心核心成員保持制度上與個人之間綿密的聯繫。國研所

典藏的歷史檔案顯示，自 1953年到 1967年，蔣經國親自視察單位業務並發

表政策指導的紀錄就達 31次，更出席每年 4月 1日的所慶活動。蔣經國不只

親自督導國研所，還將他認為最重要的政策研究工作交辦給國研所去研究或

執行。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的成立與運作是一例，本文第四部分所觸及的中

美會與中日會是另一例，1972–1975年期間在國研中心成立的外交與經濟政

策研究小組又是一例。國研中心在冷戰時期政策影響力的擴張，主要是因為

核心成員與統治菁英之間所發展的緊密、彼此信任、相互主觀的扈從關係。

與國研所相對的，則是中央研究院，特別是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中研

院的知識菁英雖與國民政府統治菁英共享中國國族意識型態，但在政治理念

上則明顯地站在國民政府統治菁英的對立面：時任中研院院長的王世杰與中

研院近史所所長的郭廷以雖然反對共產主義，也保有濃厚的中國國族認同，

但不認同國民政府的專制作風與限制人民基本自由的做法。在政治理念上，

他們是保守的自由主義者，與國府統治者沒有相互主觀的情誼。抱持另類政

治理念與異質政治身分的中研院知識菁英們無法反抗國府統治者的專制權

力，只能選擇避走權力，既少參贊機要，也與國民政府統治菁英保持距離。

在知識社群裡，中研院近史所學者與國研所研究員雖然有著類似的研究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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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興趣（都研究中國近代史與當代政經發展），卻在工作上無甚交集，人際之

間亦殊少來往聯繫，且對國研所的政府情治背景頗不認同（郭廷以，2012: 

265）。中研院的中國研究學者們也因此在臺灣冷戰時期的知識權力關係中成

為邊緣人，難以獲得國民黨政府的行政與財政資源。7面對高壓的專制政府

與邊緣化的政治地位，中研院的中國研究學者只能戒慎恐懼地將研究注意力

集中於較不敏感的中國近代化研究議題與中國近代史料整理工作，而不敢碰

觸極度敏感的中共研究、國共關係研究與當代中國大陸政經社會的研究。8

物資的匱乏與研究上的瓶頸，促使中研院及其近史所學者們選擇與美國

自由派漢學界交流合作（例如福特基金會在 1962–1971年間與近史所的兩個

五年期合作交流計畫），他們的生活待遇以及工作成果因此有了明顯的改善。

但是與他們合作的美國學者，有不少是國民政府的批評者與中共政府的同情

者（例如費正清，即 John King Fairbank，曾在 1960年與 1964年訪問中研院

近史所），中研院中國研究者的政治忠誠度也因此受到國民政府統治菁英的

質疑，另類的政治理念被當局視為對立（甚至是敵對）的政治傾向，至終惡

化為政治風暴（張朋園，1995: 100–106；楊翠華，1999: 55–59; 65；黃克武

訪問、周維朋紀錄，2004；沈懷玉訪問、簡佳慧紀錄，2004: 125–130；沈懷

玉訪問、周維朋紀錄，2004: 219–230）。

1967年 11月開始，中研院院長王世杰的日記中不斷出現國內特定人士

攻擊中研院（特別是近史所）與美國自由派漢學界合作研究之事（王世杰，

2012: 1190）。這些人士對郭廷以、胡適等人的抨擊，也兼及王世杰，風波所

及，連總統府宣傳外交綜合研究組都在 1968年 1月的例會上對此案討論甚

7  有關中研院近代史學者對國研所成員的觀感，雖不見於已出版之研究文獻中，但近史所首
任所長郭廷以則在其日記中明確表達不認同及不願與之為伍的負面看法，而這樣的看法也

為近史所資深研究員張朋園所證實。在 2014年 7月 14日的訪談過程中，於近史所創建時
期便進入所內工作的張朋園研究員，向筆者表示中研院（特別是近史所）的學者們都盡可

能地與國研所保持距離，不願出席該機構舉辦的活動，因為他們不認可國研所的學術價值

與該機構所代表的政治理念。

8  因此，中研院近史所所長郭廷以便選擇與他的好友、時任中國國民黨黨史會主任的羅家倫
合作，為清季民初外交檔案編纂目錄，經費由美國十個大學的中國研究中心與美國國會圖

書館共同擔負，終於在 1967年 5月完成十本的《中國現代史資料調查目錄》，成為近史所
在 1960年代的代表出版品（張朋園，1997: 41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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久，王世杰為該組成員，頗覺困擾與挫折（王世杰，2012: 1199）。他在同年

2月致信蔣中正總統，為中研院與美國的合作交流提出澄清與辯解，但是作

用不大；王世杰認為總統府與行政院在面對立法委員抨擊中研院時，都不加

以反駁（王世杰，2012: 1203; 1205; 1207）。1968年 10月，王世杰日記記載

何浩若、侯立朝、徐高阮等人指控王世杰為第三國際共產派，且已被親共的

美國漢學界領袖費正清收買利用（王世杰，2012: 1230）。同年 11月，王世杰

在日記上憤怒地宣稱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第四組在《陽明》、《現代》、《文

化旗》、《中華雜誌》等刊物上刊登攻擊中研院與王世杰的文章（王世杰，2012: 

1232）。由於這些雜誌都與情治機構（特別是國防部情報局）關係匪淺，極

易讓外界認為國府不再信任中研院學者的政治忠誠（王世杰，2012: 1236）。

王世杰憤而向蔣中正總統請辭中研院院長，而他的日記記載總統府對他的辭

案竟不置可否，也未強力慰留（王世杰，2012: 1235）。

這樣的發展直到 1969年底都未停歇，國民大會代表與立法委員在 1969

年仍然就中研院（特別是近史所）與美國漢學界合作交流案向政府提出質詢， 

並藉媒體公開抨擊，甚至將懷疑的焦點延伸至當時臺灣大學的校長錢思亮，

使得王世杰及郭廷以都認定局勢對他們不利，即使是郭廷以與蔣經國數十年

的私人情誼也無法令他感到安全（王世杰，2012: 1238; 1274; 1288）。而這也

可以說明蔣經國為何自 1966年底，便迭次提醒國研所主任吳俊才，不可與中

央研究院及其近代史研究所共同舉辦臺美當代中國大陸研討會（即中美會，

在本文第四部分有詳述）。蔣經國甚至直接否決中研院學者以個人名義擔任

中美會學術顧問的建議（國研檔案館，1966d），並警告吳俊才在籌辦政治大

學東亞研究所時，「必須防止自由主義份子滲透」（國研檔案館，1968a）。

就在同一時段，中共政府已從文化大革命的紛亂中回神過來，恢復了向

國際社會的外宣攻勢，積極準備進入聯合國，中華民國的會籍岌岌可危。在

這樣詭譎的局面下，王世杰在 1970年 1月 7日於日記中紀錄：「日昨國際關

係研究所所長吳俊才來談，欲於今年年終，在臺舉行中國大陸問題討論會，

邀約美國若干大學參加，並促中美人文社會科學合作委員會及中研院近史所

為贊助團體，余頗躊躇。」（王世杰，2012: 1282）王世杰的躊躇，應與 1967–

1969年間國內人士對他與中研院對美學術合作交流的政治攻擊有關。王世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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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許不願再涉入另外一個可能會帶來爭議的國際學術合作交流計畫，而且王

很清楚國研所真實的情治身分，他很可能不願再與這類機構來往交涉。此刻

的郭廷以早已遠走美國夏威夷，開始自我放逐的異國人生，最終於 1975年 9

月客死紐約。

綜言之，1967–1970年間，中研院及其近史所的政治地位下降，院內學

者不願亦不敢從事與當代中國大陸或是與中共政權有關的研究，但這又恰恰

是美國漢學界領袖亟欲開拓—而且認為臺灣學者最能有所貢獻—的研究

領域。受國府信任的國際關係研究所在此時順勢而起，成為黨政機關、國內

學者╱情研人士與國際中國研究社群交流合作的唯一公開平台。在政治地位

上扈從國民政府、在政治理念上與國府統治菁英維持相互主觀情誼的國際關

係研究所，也就因著這些制度與理念的條件，而權威地在國際政治網路中傳

散特定的中國情報與知識，並藉此將中華民國建構為一具有國際相互主觀性

質的想像體。而國際關係研究所的政治地位與學術影響力也因此節節升高，

並由國民政府獲得空前豐富的人力配置與財政物力資源：國研所在 1970年

遷入位於臺北木柵的全新四層辦公大樓，專任研究員與編制內行政人員規模

成長超過一倍，且待遇優渥（除基本薪資外，研究人員撰寫每篇情研報告均

有獎金，並配有多種生活福利與行政特許權）。不同的政治身分，會在冷戰時

期臺灣知識權力關係的脈絡中導致極大的發展差異，這可由國際關係研究所

與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的制度發展路徑與知識內涵得到證實。

肆、共同的想像體： 
島嶼的大國想像與國研所的關鍵角色

反思式建構主義的一個核心觀點是知識與現實的相互建構：國際社會知

識與國際社會事實是相互照映的本體、相互構成彼此的內涵，而國際社會知

識也無法自外於當時政治價值觀或意識型態的影響（Hamati-Ataya, 2013: 678–

679）。準此，以反思式建構主義為概念架構的國關研究會將重點放在國際關

係基本概念（作為一套權威的國際社會知識）與國際社會事實兩者相互建構

的機制與過程。國研所在冷戰高峰時期的功能擴張過程便強而有力地證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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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思式建構主義的核心觀點。

前段提及，中國國民黨政府與中共政府自 1949年之後便開始了歷時數十

年的中國國際代表權爭奪戰。從一開始，國民政府就處於相對不利的局面：

國府既然失去了對大部分中國領土與資源的控制，也就失去了在國際社會代

表中國的物理基礎；而臺灣無論在安全、經濟與社會發展各領域都極端仰賴

美國的援助。但國民政府必須勉力維繫中華民國的國際生存，因為國府宣稱

統治全中國之正當性的根源在此；倘若沒有中華民國，那宣稱在國際間代表

中華民國的國民政府，其存在亦無國際意義可言。但是中華民國的主權國家

身分，以及國民政府作為中華民國合法統治者與合法代表者的身分，必須藉

由國際社會其他成員的集體承認方能取得。易言之，僅有國民政府主觀的認

定是不足夠的，還需要其他國家（特別是重要國家）與政府間國際組織主觀

的承認，才能確立中華民國擁有主權國家的國際身分，以及國民政府為其國

際代表的正當性。準此，主權身分的承認與國際代表權的授予，乃是一套被

建構起來的國際社會事實。

進而言之，主權身分絕非單個國際行為者片面主觀意志下的產物，而是

一個在國際社會成員之間具有「相互主觀」性質的社會事實，並且未必與物

理基礎相聯繫：擁有物理條件（對特定領土、人民、資源等物質條件的有效

控制）的政治實體未必獲得國際社會接納為具有主權身分的獨立國家，而缺

乏物理基礎的政治體也不必然就被國際社會除名。吾人可將這種缺乏物理條

件、卻又取得國際正當身分權利的政體稱為「相互主觀的想像體」，因為這種

政治實體的國際社會事實與其物理事實脫節，它的存在只限於國際社會行為

者的集體主觀認定之中。因此，那些失去主權國家物理基礎的政治實體，需

要投入極為可觀的政經與外交成本，以建構並維持此一國際社會事實，即確

保國際社會其他成員繼續承認其國家主權身分。這便是統治中華民國之國民

政府在撤退至臺灣後所面臨的國際挑戰：為了確保中華民國的主權國家身分

（以及國民政府在國際間代表中華民國的正當性），國民政府必須盡全力建構

並維繫中華民國作為真實中國的國際相互主觀性。

國際冷戰的東西對抗格局使得國民政府的外交努力有成功的可能，雖然

這樣的努力隨冷戰的延長與質變而日益昂貴。冷戰意識型態的對立，使得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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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人民共和國遭到國際社會西方陣營的排斥與孤立，而北京亦嚴格限制中國

大陸與西方世界的交往，導致西方國家的政府與學者專家對中共政府的外交

政策與內部治理方針缺乏較直接、全面的瞭解，也使得他們積極尋求可信的

中國情報與知識（克萊因，1990: 125–127；涂成吉，2007: 144–145）。中國

的情報與知識恰是物質貧困、安全危殆的國民政府所能提供的少數重要資產

之一，因其黨政軍系統轄下的情治機構不只典藏大量中共黨史資料，且在中

國大陸維持情報網路，更有多位具有中共背景的資深調研人員，能夠針對中

共內部的各方面發展提供極具洞察力的狀況分析與前景評估。事實上，國民

政府自 1960年代初期開始便以個案審查的方式，允許少數經過嚴格篩選（主

要是那些同情國民政府立場）的西方中國事務專家或學者閱覽國府情治機構

的中共黨史資料、中共內部現況情報與中國大陸情勢分析。

藉由向特定西方專家學者提供可靠的中共機密情報與權威的情報分析，

國民政府便可主導西方中國研究社群的資料內容與詮釋方式，進而在西方國

家培植並扶持同情國府立場的政治菁英與知識菁英。在中國知識匱乏的冷戰

高峰年代，西方國家決策者無法深入中國大陸，也就無法在片斷的中國知識

以外認識中國；他們所取得的中國情報與知識，便構築了在他們心智理解模

式裡的中國，並據此制訂他們政府的中國政策。對西方國家統治菁英與知識

菁英而言，中國知識建構了中國本體：中國知識不僅代表與解釋了那個客觀

存在的中國本體，中國知識在很大程度上更直接建構了西方國家統治菁英與

知識菁英所認定為「真實」（authentic）之中國的屬性與內涵。藉由控制中國

情報與知識的內容，國民政府認為即可控制國際社會西方陣營成員對中國的

認知，確保西方陣營成員國之間相互主觀地承認中華民國為「真實的」中國

（同時強化中共政府是一「非中國」政權的印象），進而影響這些國家的中國

政策，以鞏固中華民國作為一個國際社會「相互主觀之想像體」的主權國家

身分。隸屬國民政府國家安全局的國際關係研究所，便是在這樣的戰略與外

交需求下，自 1960年代中期踏上了制度轉型與功能擴張的征程。

雖然政研室在1953年成立時即負有為國府政策進行國際宣傳與情報交流

的功能，但這項功能並非該室初期業務重點（國研檔案館，1953d）。從 1953

年到 1960年，政策研究室將大部分的時間與精力投注於對中共優勢與弱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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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以及對反攻中國大陸的長程戰略規劃，因此是國府內部的安全與外交

政策諮詢單位。然而隨著國民政府被納入美國領銜的西方冷戰陣營（以1955

年3月生效的臺美協防條約為分水嶺），以及中共政府不斷升高的外交挑戰，

蔣氏父子便日益重視政策研究室的對外交流與宣傳功能，迭次敦促政策研究

室要與政府以外的學術機構及專家學者有所聯繫，以維繫中華民國的國家主

權身分與國民政府代表全中國的國際正當性。9

另一方面，國民政府挺過了共黨在臺灣內部的顛覆行動與 1958年金門炮

戰的考驗，使臺灣的安全獲得鞏固。而同一時期的中國大陸卻面臨中蘇共關

係自 1960年的惡化，再加上中共政府冒進的三面紅旗政策而陷入饑荒與動

盪，使得國民政府認定 1960年代中期是反攻大陸的戰略機遇期（克萊因，

1990: 75–104；彭大年編，2005: 15–16; 62–64; 475–476；國研檔案館，1966a）。

臺北除了在軍事層面上積極準備（例如在 1961年成立的「國光計畫」，以及

1963年成立的「巨光計畫」等攻勢戰略計畫），也意識到對中國大陸的攻勢作

戰必須獲得西方陣營的支持（或至少是諒解），因此需要加強對西方陣營成員

國（特別是美國與日本）的溝通與遊說。10這也使得蔣中正與蔣經國自 1960

年代開始日益重視政研室的國際交流與宣傳業務（國研檔案館，1966a；張炎

憲、許瑞浩，2009: 168–169; 246–252）。11

但蔣經國對於政策研究室對外聯繫合作的成果並不滿意；他在 1959年 12

月的研究室業務會報上表示，政研室應該以國研會的名義在香港與日本成立

9   蔣中正自 1949年下半年開始即相當擔心中共軍隊在內戰的勝利與國府的內部混亂將會嚴
重影響中華民國的國家主權身分，以及國民政府在國際社會代表中國的正當性（蔣經國，

1988: 147）。
10   事實上，國民政府在 1960年代初期（1960–1962）即已多次要求美國政府支持（或至少祕
密支持）國府對中國大陸的中小型軍事行動，因為 1959年爆發的西藏反抗運動以及 1962
年的華南難民潮等事件，均使蔣中正總統認定反攻大陸的時機已然到來。美國甘迺迪政府

雖然在口頭上給予臺北極為模糊的政治承諾，但在內部評估中則完全不看好國府的軍事行

動，並在實際作為上處處設限，使得蔣氏父子與國府外交人員在交涉過程中充滿挫折感，

終至無成（涂成吉，2007: 194–243）。1960年代初期不愉快的協商經驗，可能促使蔣氏父
子決定在 1960年代中期開始擴大並加強與美國對華政策具影響力之政學界菁英的溝通與
聯繫，以培養與運用同情國府立場的決策者與輿論領袖。

11   有關國民政府反攻中國大陸的軍事計畫，詳見《塵封的作戰計畫：國光計畫—口述歷

史》（彭大年編，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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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支機構以蒐集中共情報，並與當地研究中共之專家學者建立工作關係。蔣

經國也要求政策研究室在 1960年結束前，應以國研會的名義出版權威性的公

開刊物（國研檔案館，1959a; 1959b）。當政策研究室未能完成這些國際交流

與宣傳任務時，蔣經國便直接改造政研室：他在 1961年 2月改國研會為「國

際關係研究所」（以下簡稱「國研所」），並向教育部立案為一私立教育研究

機構，使政策研究室正式地由一幕後敵情研析單位轉變成為一對外宣傳與交

流機構（國研檔案館，1961）。

1961年 10月，《問題與研究》中文版終於照著蔣經國的要求，開始對外

發行，而改制後的政策研究室也較為積極地以國際關係研究所的名義舉辦國

內學術座談會，接觸國際智庫與學術研究機構，與國外學術機構建立資料交

換機制，並於1962年 12月開始發行對外公開的英文中共研究期刊，並在1964

年 10月將其正式命名為 Issues & Studies。到了 1964年 4月政策研究室成立

十一週年的紀念會中，蔣經國已能自豪地說：「就是在這十一年之中，我們形

成了一個反共理論的中心，也可以說是成了一個研究共產集團的資料供應中

心。」（國研檔案館，1964a）縱然如此，蔣經國仍然繼續督促政策研究室擴大

並改善其國際交流與宣傳的工作。他在 1964年 8月對該室核心成員表示：

「國家」必須求人了解。因為如果國家事不為他人所了解，便無

法取得同情與幫助。⋯⋯所以我們要在這方面下功夫。尤其是美

國與我們的關係最為密切，自非求其了解不可。此外如歐洲國家

及亞洲的重要國家，如日本，亦須設法使其了解。因為他們對我

們多一分了解，就增加國家一分力量。國際關係研究所過去對內

有很多貢獻，但今後應該向國際方面發展，這是我們的方向，並

且我們要注意一個問題，我們要做為一個資料供應的機構，替人

家供應資料，這項工作，我們要提出一個具體的辦法來。（國研

檔案館，1964c）

綜言之，國民政府統治菁英是以政研室的知識菁英為一國際溝通管道與

說服機制，藉由運用權威的中國情報與知識（作為一套特定的國際社會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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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建構並維繫一套相互主觀的國際社會事實，即中華民國雖然失去了絕大部

分的物理中國，卻是一個「真實的」中國、「自由的」中國、與西方陣營反

共政治意識型態相符合的中國，因此國際社會成員必須相互主觀地承認其具

有主權國家身分，而統治中華民國的國民政府也因此具有在國際社會上代表

全中國人民的正當性（克萊因，1990: 105–117）。這是國民政府統治菁英與

國研所知識菁英共享的一個大國想像。

蔣經國敢於要求政策研究室向國際社會積極進行宣傳攻勢，不是沒有原

因的。1958年 8月 23日金門炮戰爆發，引燃第二次臺海危機；蔣經國有感

於國府情治單位缺乏中共情報交換機制，遂於同年 9月在國家安全局政策研

究室設立「匪情研究協調中心」，由該室主任擔任召集人，負責彙整國府各

情治機構的中共情報及情研分析。政研室自此成為國民政府的中共情報交換

中心，負責將國府各情治機構所收集的中共情報加以彙整並分析，因而也就

逐漸成為西方專家學者申請查閱國府中共檔案與情報的最主要溝通聯繫窗口

（張炎憲、許瑞浩，2009: 168）。

彼時中國大陸尚未對外開放，西方國家想要了解中國內部的狀況，只有

香港難民與臺北國府二途。而臺北在掌握中共高層鬥爭動態與政策發展方

面，又更勝香港一籌，因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第二組、第六組與其他國民

政府情治單位（例如司法行政部調查局、國防部情報局）均以中共為情報蒐

集與分析的主要對象，自能較逃抵香港的大陸難民更為全面、宏觀地掌握中

共政軍動態。這些壟斷性的情報資源莫說國際學者無法見到，就是普通的臺

灣學者也無機會閱讀，只有國研所的研究人員才能使用。而且，國研所的一

些資深中共問題專家本身即曾為中共人士（例如陳建中、任卓宣、馮達、鄭

學稼、郭乾輝等），曾與中共領導人留學歐俄，或在紅色革命運動期間共處

共事，因此國際上研究中共政治的學者也希望與這些國研所專家交好，聽取

他們對中共高層鬥爭與政治決策的權威性判斷（國研檔案館，1968b）。易言

之，在冷戰的高峰期，國研所開始運用壟斷性的中國情報與洞見作為建構國

際中國研究議程的工具，希望將知識建構為事實，以維繫中華民國作為國際

想像體的相互主觀性。冷戰高峰期的中華民國在很大程度上據有中國研究的

國際發言權與知識制高權，這與她當時的物質條件呈現極大的反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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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研所與國民政府其他情治機構所收藏的中共情報與檔案，對研究中國

的國際學者極具吸引力（張朋園，1995: 97–98）。當時美國漢學研究的領袖如

費正清、Martin Wilbur、A. Doak Barnett、John Lindbeck等都希望運用國民

政府典藏的中共檔案與中共情報，以便更準確地掌握中國內部的各項發展，

並與臺灣及其他東亞國家做比較研究（張朋園，1997: 41–49; 74–79）。但是直

到 1960年代初期，臺美之間仍然只有零星、個別的學者向國研所申請查閱

中共史料或中共情報，制度化的中國情報交流仍未展開。而且，供應中國情

報與知識的政治目的既是在於建構並維繫中華民國作為「真實、自由」之中

國想像體的國際相互主觀性，則供應的對象就必須經過嚴格篩選：凡是對此

政治目的沒有幫助的學者或機構，便不在國研所合作交流的名單上。美國漢

學家在 1960年代已數次嘗試與國民政府溝通，希望閱覽或複製中共檔案，

但國府的情治機構多以國家安全的理由加以婉拒。12

即便受到多次挫敗，美國的中國研究學者仍然鍥而不捨地尋求與臺灣學

術機構合作研究中國大陸與中共政府，合作的範圍也不僅限於檔案研究，還

包括中共現況分析。面對美方學者迭次探詢合作意願，臺灣學者—尤其是

中央研究院的中國研究學者—不敢亦不願參與其事，但又不能明言拒絕，

因為合作研究計畫將帶來財政援助與出國深造機會，而且如前述，中國研究

是美國少數需要臺灣協助的領域，也是臺灣能對冷戰盟國做出的極少數貢獻

之處（國研檔案館，1968b）。就在同時，國家安全局政研室以國研所的面貌

出現於臺美學術合作交流的領域中。接掌政研室主任不及兩年的印度史學者

吳俊才，開始頻繁地參與臺美社會科學交流活動，並積極地在國際中國研究

12   例如在 1962年，政治立場保守且與國府關係良好的美國胡佛研究所表達希望與政研室（即
國研所）建立中國資料交換制度，但申請案遭到國家安全局否決，因為根據該局在美情報

顯示，胡佛研究所與北京圖書館有正式交換資料關係。國家安全局局長陳大慶且要求政研

室「今後凡具有機密性之刊物及參考資料，均即停止交換為荷」，此案遂胎死腹中（國研檔

案館，1962）。又如1964年，由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與美國國會圖書館共同提出的「中
美互換近代史研究資料計畫」，該計畫希望查閱中國國民黨黨史會與調查局典藏的中國近代

史檔案，範圍涵蓋 1901年至 1945年。國安局在 1964年 3月原則同意調查局選擇性地向該
計畫開放中共黨史資料，然而調查局立即表示該案應予婉拒，因為「本局資料室歷年收藏

各類匪情資料，頗多為情報檔案資料，此後交換資料之選擇及原始資料之翻印等，均與鈞

局過去指示及本局資料借閱使用規定不合」，此案遂再以失敗告終（國研檔案館，1964b）。



建構相互主觀的想像體 85

學者面前，將當時仍不具國際知名度的國研所塑造為一具有權威形象的中國

大陸與中共資料供應中心。

1965年 9月 10日，由中央研究院主導的「中美人文社會科學合作委員

會」（以下簡稱中美合作會）設計小組召開第二次會議。美國漢學界領袖人

物、亞洲經濟發展學者 George Taylor提議由臺美學者共同研究中共經濟政策

與相關議題，美方學者認為這是該次會議最重要的議案。但中研院學者均認

為研究中國大陸議題是政治上的禁忌，因此根本無法研究。中美合作會臺方

成員全漢昇（中研院院士）便認為此案過於困難，他列舉最重要的原因是政

治問題：「研究所需進口有關中共之出版品，卻為治安人員所禁止。」（國史

館，1965）時任中研院院長的王世杰在 1966年亦曾提到，他有意組織臺美機

構，聯合研究中共政治經濟問題，但「不敢」（王世杰，2012: 1107）。這顯

示即便是享譽國際的中研院院長與院士也不敢碰觸與中國大陸有關的研究議

題。但是不願放棄的美方學者，在中美合作會於 1966年 4月於紐約召開的預

備會議上，進一步建議臺美學者以社會科學的治學方法聯合研究當前中國大

陸的各方面發展。但是中研院的學者們仍覺為難，因為中國大陸與中共政權

是極為敏感的研究對象，不只普通大專院校沒有這方面的學者與課程，就連

中研院本身也避之唯恐不及，只有那些黨政關係良好的情治機構具備研究中

共與中國大陸的人力與資料。

中美合作會設計小組的臺灣委員於 1966年 5月 18日開會討論時，邢慕

寰（中研院院士）就在會中明確表示：「對Mainland China之研究需謹慎，美

方固有誠意，我們為顧及政治背景只可供給資料，至於（還牽涉到學人之）

責任問題，亦應慎於辦理。」（國史館，1966a）作為中美合作會臺方主席的

中研院院長王世杰也在中研院內部會議中表示，有關與美方聯合研究中國大

陸的建議，在「其方法，方式，範圍，機構應慎於討論」。而同樣作為合作委

員會臺方成員的近史所所長郭廷以更發言指出「至於研究大陸問題，我方之

處境即可做些什麼，亦應向美方坦白說明」。這顯示中研院人文與社科學者們

夾在美方的研究要求與國內政治壓力之間的尷尬處境，既不能得罪美方，又

不能逾越國內情治機構的政治紅線（國史館，1966b）。因此，以中研院文史

社科學者為骨幹的中美人文社會科學合作委員會自 1966年成立之後，便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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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美社科合作重點放在臺灣經濟發展的研究，與訓練臺灣的經濟研究人才。

至於當代中國大陸與中共研究，則幾乎沒有學者願意（亦是不敢）與美方合

作。但這又是美方學者亟欲開拓的領域，中美合作會只能委託國際關係研究

所進行與中國大陸及中共有關之資料的複製、參考資料的編纂，以及籌辦中

國大陸研究的國際學術研討會（國研檔案館，1969）。13

中美人文社會科學合作委員會（以下簡稱中美合作會）於 1966年 6月 17–

19日在臺北召開成立大會暨第一次全體委員會議，其中有一場關於中國大陸

研究現況的分組討論，其重點完全在於國研所是否有專業能力經辦臺美中國

大陸研究的合作交流事宜，以及國研所能夠對美方學者提供哪些與中國大陸

研究有關的資料。至於國內其他學術機構，則完全沒有討論。這顯示當時國

內其他學術機構既無能力、也不敢從事中共研究，更不用說與國際學者分享

中共研究的資料，僅能以國研所為臺美合作交流的平台，而無其他選項。美

方中國研究學者對國民政府嚴格限制臺灣的當代中國╱中共研究感到失望，

但是對國研所則抱以期待。根據這個分組討論的結果，1966年會議聯合聲明

中的最後一項便表示臺美中國大陸研究的首要工作在於擴大雙邊合作機制的

建立，而且首先應該建立中國大陸相關資料與檔案的交換制度及共同研究項

目的推動（Archives, Institute of Modern History, Academia Sinica, 1966）。

在通過中美合作會的肯定之後，政研室主任吳俊才在 1966年 6月 30日

致信中央研究院院長王世杰（當時兼任中美合作會中方主席），希望王世杰支

持國研所向中美合作會申請製作縮影膠捲設備與出版中共資料的經費補助。

吳俊才顯然獲得王世杰某種程度的支持，因此在 1966年 7月正式以國研所

的名義，向行政院國家長期科學發展委員會（簡稱長科會，即國家科學委員

會與科技部的前身）與中美合作會提出補助該所添購檔案微縮設備與資料編

譯費用的申請案（國史館，1966d）。吳俊才之所以要向長科會與中美合作會

申請補助，原因即在於要將政研室的中共情報與情研報告先編纂目錄，之後

翻攝成微縮膠卷，以方便國內外專家學者查閱使用，也避免因為其他情治機

13   情治單位對中研院的學術研究影響極大，以致於王世杰必須在 1966年 6月 11日致信中國
國民黨中央委員會第六組主任陳建中（為蔣經國極為信賴的情治首長），表示將發送「匪

情」資料給中美人社會議出席人員，並附送人員名冊給陳過目（國史館，1966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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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拒絕國際合作而產生負面的國際影響。而且，國研所的申請案能為中美合

作會的尷尬處境解套：由獲得層峰信賴、且源出情治系統的國研所擔綱負責

敏感的「匪情」研究合作與交流，既可對美方有所交代，又能免去不必要的

政治風險。為了考察國研所的專業學術能力，王世杰在 1966年 9月 29日參

訪該所（王世杰，2012: 1122; 1136），而吳俊才隨即於 1966年 10月 1日召

集中美合作會臺方委員與國研所各組召集人開會，確定向該委員會申請補助

款項的金額與使用方式（國研檔案館，1966b）。

1966年 10月 26日，中美合作會正式向行政院長科會建議補助國研所新

臺幣四十萬，但表示此案「不擬由本會直接處理」，為的是在行政與政治上與

國研所進行切割，同時又滿足美國漢學界的要求（國史館，1966e）。國研所

隨即在 1966年 11月成立合作交流組與資料交換中心，並開始將長科會與中

美合作會的補助使用在編譯中英文的《中共人名錄》。該書收集中共重要政軍

人物的傳記資料，自 1967年開始編輯，期間受到文化大革命頻繁更替中共領

導人士的影響，直到 1969年始出版，爾後不斷更新再版。《中共人名錄》是

冷戰時代第一本以可信的中共情報與情報研析為內容、且對全世界公開發行

的中共菁英政治參考書，有二十年之久是全世界中國研究學者與中國╱東亞

研究中心必備的標準工具書。至此，國際關係研究所的機構發展方向與其代

表作的性質已完全不同於中央研究院的近代史研究所：國研所獲得國民黨政

府的全力協助，所出版的《中共人名錄》緊扣當時中共政治發展的脈動，對

中共當權人物提供權威的背景資訊。而近史所由美國漢學界獲得補助，於

1967年出版的《中國現代史資料調查目錄》，將典藏於臺灣清季民初中國政府

的外交檔案進行了詳盡的建檔與編纂，但是對當下的中國政治則完全不提。

《中共人名錄》的出版奠定了國研所在國際中國研究及共黨研究社群中

的權威地位。自 1960年代晚期開始，西方國家的中國研究機構負責人與青

壯輩中國研究專家學者開始絡繹不絕地訪問國研所，在當時位於臺北市忠孝

西路中央日報大樓的所本部查閱中共檔案，並與所內中共研究專家交流。14

14   例如，已逝的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政治系中國政治學者 Richard Baum，便在其回憶錄中
提及他在 1967年於國研所閱讀中共機密文件的經驗（Baum, 2010: 2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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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國研所並不滿足於僅只是被動地提供中共情報與知識給國際學者。吳俊

才還希望能由臺灣召開國際級的中國大陸議題研討會，邀請對國民政府持同

情立場的著名國際中國研究學者與會，並在會議期間安排參訪國民政府各項

政軍經建設，且主動提供更為機密的中共情報與情研報告，使得這些獲國府

支持的學者因為得到第一手的特供資料，而得以在各國學術與輿論競爭中勝

過那些對中共政府持同情立場的學者，進而爭取更多學者支持國民政府，最

終改變各國對華政策的方向。在取得中美合作會補助案之後，吳俊才於 1966

年 12月 6日致信美國南卡羅萊納州大保守派亞洲研究領袖 Richard J. Walker

教授。他在信中表示中美合作會已成立中國大陸研究組，由他擔任召集人，

而且中美合作會更決定推動在 1967年 9月召開臺美中國大陸研究的雙邊研

討會，請Walker教授建議會議討論主題，並推薦美國方面的學者人選（國研

檔案館，1966c）。

吳俊才所言確有所本，因為美國的保守派中國研究學者已多次向中美合

作會表達希望召開以中國大陸內部發展為主題的國際研討會，以便與國研所

中共研究者進行面對面的討論（國研檔案館，1966a; 1967b; 1969）。吳俊才已

在 1966年 9月向蔣經國表示有籌開中國大陸問題國際研討會的需要，而他提

出的舉辦會議的理由及方式，都表達出當時國府統治菁英與知識菁英將權威

的中國情報與知識當作工具，用以維持中華民國作為一具有主權國家身分之

國際想像體的相互主觀性。吳俊才首先向蔣經國表示國際間研究中國大陸問

題之專家學者，對臺灣的研究成果已逐漸重視，而美德韓等各國學者來臺訪

問時，都建議在臺召開中國大陸問題的國際會議；且中共政府因為文化大革

命導致情勢混亂，其未來走向是各國政府與研究者極為關心的議題，這對國

民政府極為有利，所以召開此一國際會議的時機已經成熟。

其次吳俊才表示該會議的目的有四：（1）增進彼此了解；（2）由臺灣學者提

出權威性論文或報告，使國際學者重視我方觀點；（3）提供正確權威的中共資

料，以「影響國際學者」；以及（4）使國際學者了解「自由中國」的進步情形，

爭取國際認同。吳俊才義不容辭地提議由政研室以國研所的名義出面召開會

議，因為「黨政及情報機構出面不便，學者卻步，故擬由本所出面邀請」。但

是，既然要提供國際學者更為機敏的中共資料，吳俊才建議所有匪情研究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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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中心的機構成員都必須是協辦單位（包括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第二組、

第六組、國防部情報局、司法行政部調查局、參謀本部情參室，以及國家安

全局第四處）。各情治單位都被要求提供整套有真正價值的中共情資，用影

印或微縮膠卷複製，贈送與會學者，以「影響其對匪認識」。吳俊才且將邀請

對象分為三大類：（1）對國民政府同情及瞭解者；（2）中立者；（3）對國民政府不

友好者。第三類學者，吳俊才建議只邀一二人即可，而要將重點放在第二類

學者（國研檔案館，1966a）。

這個具有戰略性質的攻勢宣傳計畫，獲得國家安全局的支持，時任國防

會議副秘書長的蔣經國也對其提議與方向極表贊同。蔣經國在 1966年 11月

指示政研室，中國大陸問題國際會議，不必和中央研究院合作，由國研所舉

辦即可，而各情治機構必須鼎力相助。蔣經國又特別提醒：「外國學人中明

知其為匪張目、對我有偏見者，不必邀請。」（國研檔案館，1966d）政研室

籌開中國大陸問題國際研討會的提議，也獲得蔣中正外交幕僚的直接支持：

1967年 1月 20日，總統府宣傳外交綜合研究組與中國國民黨中央常務委員

會外宣專案調查小組聯名決議，要全力扶持國研所，增加其經費與設備，「使

成為對國內外供應匪情資料與研究大陸問題之代表性機構」，並要求其他單

位應全力支持國研所舉辦中國大陸問題國際研討會（國研檔案館，1967a）。

爾後幾經波折，中美當代中國研討會（Sino-American Conference on Mainland 

China, SACMC）終於在 1970年 12月 13–19日於臺北實踐堂召開，28位美

國的中國研究學者受邀發表論文，其政治主張一如吳俊才四年前的規劃，涵

蓋了同情國府與持中立立場者，至於那些被國民政府認定為同情中共政府者

（例如費正清），則無一人受邀。

中美當代中國研討會（簡稱中美會）的召開，是國研所制度發展與功能

擴張的里程碑。中美會的成功，使得國研所的預算與人員持續增加：國研所

專任研究員與編制內行政人員的總數，由 1960年代晚期的 80人左右，躍升

至 1970年代中期的 180人。而國研所主辦中美會的年均預算，在 1970年代

竟達新臺幣1,475萬元（以2012年幣值計算）。15國研所更以中美會為藍本，

15   中美會每年的預算金額是筆者由國研所會計組歷年檔案中得出，再經消費者物價指數（CP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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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1971年起舉辦中日當代中國研討會，以及後續其他的雙邊會議（例如華

歐會、首爾論壇等）。而中美會在接下來的二十年間，一直是北美中國研究

學者亟欲爭取參加的年度學術盛會。16中美會是臺灣中國大陸研究開始走向

學術化的起點，也是臺美社會科學社群制度性合作下的產物，是 1960年代

開始在臺美雙邊輪流舉辦之各項社科商管學術會議—例如臺灣經濟會議、

臺灣人才會議—的自然延伸。臺美學者在會議中各取所需：美國學者得到

外界無法取得的中共情報與知識，而臺灣學者則發現並開始將新一代的社會

科學研究方法應用至中國大陸研究領域。

但是，中美會能夠成功舉辦，其根本的原因還是在於國民政府希望將特

定的中國知識轉而建構為國際社會事實，即中華民國作為一個更「真實」、

「自由」之中國想像體的國際相互主觀性，以及國民政府在國際社會代表全中

國人民的正當性。易言之，國民政府統治菁英與知識菁英認為中華民國的主

權國家身分與國民政府在國際間代表全中國的正當性，將會因為這些精心設

計的學術交流活動而獲得改善，國外學者將可能在參與這些會議後，改變對

中共的看法，進而採取較為反共的意識型態立場，至終影響他們國家的官員

與議員，並間接地鞏固中華民國在冷戰中的戰略價值。可以說，自 1960年

代中期開始策畫、到 1970年代大規模執行的國研所學術外交活動，是國民

政府企圖扭轉外交挫敗的戰略性宣傳攻勢，以學術活動為憑藉。

然而國府統治者藉由國研所執行的戰略性外宣攻勢至終仍未達成其預設

的政治目的。更為精確地說，國府的政治與知識菁英終究無法將他們所建構

的中國知識轉化為具有相互主觀地位的國際社會事實。國府統治菁英所投射

的中國論述，從未達到霸權知識體系的地位，遑論將這套中國論述鞏固為國

際社會事實。國研所在國際社會提倡並傳散的中國知識，總是與異質性及敵

對性甚強的另類中國論述體系進行較量。當國府統治者與知識菁英樂觀地預

   衡平後得出每年預算金額在 2012年的幣值。相比之下，2012年臺美會（即冷戰時期中美
會的延續）僅編列新臺幣 96萬元的預算。

16   筆者在國研中心檔案室中發現十數封美國的中國研究學者致國研所（及爾後的國研中心）
主任的信函，信中主動表達希望參加來年中美會的意願，時間涵蓋 1970年代初到 1980年
代中期，足證中美會在當時受到北美學者重視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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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他們發展的外宣攻勢能有效地鞏固中華民國與其國民政府的生存與國際正

當性，他們所努力建構的中國論述早已在國際社會面臨強大的挑戰與抵抗。

中共政府已從文化大革命的混亂狀態中回神，重新專注於爭奪中國代表權的

外交陣地戰。同一時間美國政府仍深陷越戰，而中南半島的戰事不只耗費可

觀的國力，更使得華盛頓在外交與戰略態勢上顯得被動。而且，受到激進社

會文化運動氛圍影響的西方社會知識菁英，又開始對中國共產黨的政治理念

有著好奇感、甚至給予正面的評價，並且轉而批判專制獨裁、人權紀錄不佳

的中華民國政府。這些物質與理念條件彼此交融，相互加乘，使得越來越多

在西方的中國研究學者與國關外交專家改變看法，認定統治中國大陸的中華

人民共和國才是「真正的中國」，而中國共產黨政府是國際社會無法忽視的

重要行為者。即便是那些不認同共產主義理念的西方政治與知識菁英，也都

難以否認與中共政府交往可能帶來的政治、外交與戰略價值。

西方社會對中國看法的改變，在季辛吉與尼克森訪問中國大陸、中共加

入聯合國，以及加拿大與日本同北京建交等重大發展之後，已再難逆轉，在

1970年代中期以後成為國際社會的主流趨向。國府統治者與其知識菁英所建

構之中國知識的核心內涵與其論述目標（即維護中華民國的國際相互主體性

與國際正當性），在 1970年代初期之後便在國際輿論場域節節敗退，就算是

與西方保守派學者合作也難挽頹勢，因為連他們也都成了各自社會內部的少

數派。這樣的發展呼應了筆者對反思式建構主義國關理論的批評：國際社會

事實上幾乎從未被單一的知識霸權體系所壟斷，而總是存在著多個性質各

異、或是立場相左的知識體系。另類的社會知識並不會從國際場域中徹底消

失，即使是取得霸權知識體系地位的知識與權力聯盟也難以完全斬除那些異

質性的、或帶有抵抗性質的另類論述。而且一套社會知識的鞏固程度會因觀

察的層級改變而有所不同：在本案例中，國府統治者與其知識菁英所建構的

中國論述，在 1970年代的臺灣已達到了霸權知識體系的地位，但在全球層

級而言卻已淪為邊緣、非主流，甚至是悖離時代潮流的看法。

國府統治者藉由國研所建構並傳散的中國論述之所以失敗，可能也與國

際中國研究社群成員的警覺與反制有關，值得吾人持續探究。國研所在冷戰

時期所傳散的中國論述，必須經過國民黨統治菁英的審查與核可，然而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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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個西方的中國研究學者都接納這套中國論述與其核心內涵。那些政治主張

與國府統治者相左、或是對國民黨政府持批判態度的中國研究學者（例如費

正清與孔傑榮），不只難以獲得國府提供的中共或中國大陸資料，他們可能也

懷疑國府所供之資料的可信度。而且，這也特別涉及美國漢學界內部的深層

分歧：政治上保守反共的中國研究學者（以華盛頓大學、聖若望大學、南卡

羅萊納州立大學與胡佛研究所為中心）較為同情國民黨政府，這些學者便與

國研所密切合作，也較容易取得中國資訊；而自由派的學者（以哈佛大學、

耶魯大學與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為中心）則較為嚴厲地批評國民黨政府，並

支持與中共政府進行接觸與交流。為了讓兩派的學者都能取得可信的中國資

料，卡內基基金會（Carnegie Foundation）於 1963年同意出資於香港成立大

學服務中心（Universities Service Centre），以協助西方的中國研究學者在香港

進行與中國大陸有關的人文與社會科學研究。大學服務中心因此成為國際關

係研究所的競爭者，而國府也就不再是唯一的中共資料提供者（Vogel, 2004: 

1–3）。等到中共政府在 1970年代中期以後逐漸允許西方漢學家進入中國大陸

進行田野調查，國際中國研究社群所能取得的中國資訊來源便更加多元，也

更加直接，而國研所作為中國資訊提供者的壟斷地位就更加下跌，到了 1980

年代更是一去不復返。作為一個宣稱有資格在國際社會代表全中國的想像體， 

中華民國終究失去了相互主觀的國際地位，而這樣的主張也就更加與現實脫

節。國府最後的外宣攻勢，也不得不在1979年美中建交後劃下悲壯的句點。

伍、結論：中國學、冷戰史與臺灣的國際社會知識

針對國際關係研究所在冷戰時期的國際角色與其制度發展歷程，本文以

反思式建構主義為研究取向，並以 1960年代臺美雙邊中國研究社群建立制度

性合作交流的協商談判過程為例，試圖提供一個更具說服力的詮釋。本文根

據反思論雙層詮釋模式，在兩個現象詮釋的層次上剖析國際關係研究所在冷

戰時期的制度發展歷程：第一個詮釋層次探究國研所建構國際社會事實的制

度與理念條件，第二個詮釋層次則探討國研所將特定國際社會知識建構為國

際社會現實的過程。在第一個詮釋層次之下，本文解析國研所得以將中華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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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建構為具相互主觀性質之國際想像體的國內條件，即冷戰時期中國國民黨

專制政治下不對稱的知識與權力關係，並且比較國研所與中研院兩機構在此

關係網路中的相對位置。國研所的中國知識菁英與國民政府統治菁英分享了

一致的中國國族意識型態與保守的政治理念，又在政治關係上積極地扈從、

靠攏國府統治者，因此獲得蔣氏父子的政治信任，擁有權威的學術影響力與

豐沛的物質資源。而中研院學者雖然與國府統治菁英分享中國國族意識型

態，卻在政治理念上分道揚鑣，復在政治關係上與國府統治菁英及其情治幕

僚保持距離，因此不只難以獲得蔣氏父子的政治信任，甚且在 1960年代中

期之後開始不由自主地捲入一波波的政治風暴，使得蔣經國下令排除中研院

學術領袖參與中國大陸問題國際研討會的設計過程，因為他們已被認定無助

於國府的戰略性外宣攻勢。

本文在第二個詮釋層次之下，則適切地回答了現有研究國研所制度發展

之文獻無法回答的問題：首先，國研所主任吳俊才之所以在 1966年 9月向

蔣經國提出與中研院共同舉辦國際中國大陸問題研討會的建議，乃是因為他

參與了以中央研究院學者為骨幹的臺美人文與社會科學界合作交流機制（即

「中美人文與社會科學合作委員會」），但中研院中國研究學者懼於國府的政治

限制與壓力，不敢與美方學者合作研究中國大陸情勢與中共政治，因而有吳

俊才提議由國研所主辦該研討會的建議。其次，國研所在吳俊才主持期間，

由一內部情研分析智庫轉型為一公開的國際學術合作與對外宣傳單位，實肇

因於國民政府意欲將中華民國建構為一具有相互主觀性質的國際想像體：國

府自 1960年代中期開始便將國研所改造為一國際說服機制，以國研所為管

道，將別處皆不可得的中共情報與知識提供給同情國民政府立場的國際專家

學者，藉此證明中華民國為「真實且自由」的中國、是與冷戰西方陣營反共

意識型態相符合的中國，進而影響西方主要國家的對華政策，確保中華民國

的主權國家身分，以及國民政府代表全中國人民的國際正當性。

而這些發生在冷戰時期的人與事，對當下臺灣的中國研究知識社群有何

意義？吾人將會發現冷戰格局與威權政體雙元結構在臺灣所形塑的知識與權

力關係，不只決定了個別知識菁英與學術機構的榮辱升黜（即在權力地圖上

的相對位置），也深刻地影響了往後臺灣中國研究的發展路徑與研究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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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言之，社會知識建構社會事實，而社會事實也會反饋到社會知識的內涵之

中，即便原初的知識權力關係格局已經不復存在，制度化的社會知識也仍然

存留，只是必須與後起的社會知識同台競爭。國際關係研究所是臺灣中國研

究主流社群的源頭，而國研所資深中國觀察者在冷戰時代的相對優勢—對

中共政治菁英的人格與其社會背景的分析，以及對中共派系鬥爭與高層政治

人事更迭的關注與解釋—則在「匪情研究」學術化的過程中被保留下來，

成為臺灣下一代中國研究學者的必修課程。這多少也可以解釋為何在冷戰過

後、已經民主化的臺灣，其中國研究學者仍舊比他們的西方同行更為關注中

共黨史、中共意識型態變化，以及中共政治菁英選任過程等特定研究議題。

可以說，冷戰時期臺灣的知識權力關係仍然明顯地建構了現今吾人所強調的

具有「臺灣特色」的中國研究範式。17

以國研中心歷史檔案為基礎的研究問題與所做觀察，對當下臺灣的中國

研究與國關研究有三重意涵。第一，這樣的研究將有助於推動臺灣冷戰國際

史研究社群的茁壯。冷戰結束已超過二十五年，當年的政治限制已解除，全

球的當代史學界、國際史學界與國關學者紛紛投入冷戰的研究，以釐清在那

四十多年間發生的諸多對後代影響深遠的事件與制度。Melvyn P. Leffler 與

Odd A. Westad於 2010年編輯出版的三冊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the Cold 

War則是由數十位史學家、國關史學者與國關理論學者所貢獻的當代冷戰研

究精華。著名的冷戰史學者或研究團隊，皆因掌握各自政府的檔案而得以對

冷戰史進行實證研究與理論創新，並且形塑了全球冷戰史研究社群的基本框

架。最重要的是，各國主要的冷戰史研究計畫幾乎毫無例外地將研究重心置

於那些曾經影響該國政經發展的重要冷戰人物、事件、理念或制度。易言

之，各國冷戰史學者感興趣、並致力研究的重點是冷戰曾經如何深刻地建構

了他們的國家與社會，以及這些國家又是如何影響了冷戰的興衰。這些學者

的本土關懷（有時也因為政治菁英所加諸的限制或強勢主導，例如中國的冷

戰史學者們）使得他們能夠在一開始就帶著清晰的問題意識踏入冷戰史研究

17   例如寇健文、蔡文軒、鍾延麟等與國立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關係深厚之學者，都可被視為
頗具「臺灣特色」之中國研究範式的代表性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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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領域中，並發展出具在地特性、卻又帶有普適貢獻的研究成果。

然而，《劍橋冷戰史》卻沒有給予在臺灣的中華民國足夠的描述，其中

關於冷戰在東亞以及中蘇分裂的專章僅將臺灣視為大國競逐下的一個可有可

無、邊緣的議題。而且，《劍橋冷戰史》也沒有臺灣（或臺灣出身）的學者

參與撰寫；書中有關東亞與中國的專章是由中國大陸學者完成的，而他們將

研究的重點置於中華人民共和國與其他大國的關係，並不意外。以臺灣的史

料為基礎，發展具臺灣主體論點的國際冷戰史研究，實在是刻不容緩。本文

在反思式建構主義的詮釋架構下，運用了本土的歷史檔案以呈現並詮釋冷戰

時期國研所的發展軌跡，可視為臺灣冷戰國際史研究的第一步。本文雖以臺

灣為出發點，卻也需要在下一個研究階段參照其他國家相關的歷史檔案並積

極與國際冷戰史社群進行交流，以發展出更為全面、觸及更多層次、能夠提

供更滿意之解釋的冷戰國際史研究。而本文所運用的微觀式研究途徑，也需

要其他研究方法的配合與平衡。準此，本論文可視為是一個牽涉層面更廣泛

之跨學科冷戰國際史研究計畫的先聲。

第二，以反思式建構主義為詮釋框架的中國╱國關研究，可以與現今臺

灣政治學社群裡的「中國學」進行對話與相互學習。「中國學」研究全球著名

中國研究學者之學說的本體論、認識論與其方法論，並將中國研究學者的學

術成果與他們的思想及人生歷程加以對照、聯繫，進而勾勒出世界不同區域

的學者對中國之想像的異與同。18中國學與反思式建構主義都以知識菁英的

思想脈絡及其文本內容為研究的對象，都企圖觀察並詮釋特定知識的建構過

程，但中國學停留在剖析個別中國研究學者的學思歷程與他們對中國內涵的

主觀認識，而反思式建構主義更鼓勵研究者可進一步探究（1）特定的中國知識

是否被建構為具有相互主觀性質的國際社會知識，（2）與中國有關的國際社會

知識是否繼續被建構為國際社會事實，還有（3）與中國相關之社會知識被建構

起來的物質與理念條件。易言之，反思式建構主義的研究典範不只研究思想

與其變遷過程，亦十分重視思想的政治條件與政治效應。準此，反思式建構

18   有關臺灣中國學社群的發展及其研究成果，請見國立臺灣大學政治學系中國大陸暨兩岸關
係教學研究中心「思想與中國」研究所學程網站，http://politics.ntu.edu.tw/RAEC/act04.php
及 http://politics.ntu.edu.tw/RAEC/act03.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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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義能夠將「政治」帶回臺灣的中國研究討論脈絡之中，並將「思想」重新

擺回知識與權力關係之中，進而呈現具有時空脈絡性的理念建構過程。

第三，本文可發揮拋磚引玉的功用，促使臺灣—乃至於其他華人社會

—的中國研究與國關研究學者開始將臺灣當代的知識與權力關係加以問題

化與去熟悉化，使得中國研究╱國關研究知識菁英與政治菁英的互動條件、

機制與模式成為學術研究的題材。畢竟，反思式建構主義的核心項目即是探

索國際社會知識與國際社會事實相互建構的過程，以及剖析這個相互建構過

程的制度與理念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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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ounded in 1953, the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IR) of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is a renowned institution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in Tai-
wan. During the Cold War, however, IIR was an intelligence analysis unit of the 
ruling Kuomintang government, maintaining intimate relations with Taiwan’s 
authoritarian leadership. Beginning in the mid–1960s, IIR was further tasked 
with conducting foreign propaganda, by providing authoritative intelligence 
and insightful analyses about the Communist government in mainland China to 
selective China specialists in the West. This article applies reflexive constructiv-
ism to critically examine the conditions, rationales, mechanisms, and intellectual 
implications of IIR’s institutional-functional development during the Cold War. 
Studying the institutional history of IIR not only lends much-needed impetus to 
the Cold War Studies in Taiwan, but also helps to reflect on, and further prob-
lematize, the knowledge-power relations upon which scholars of China Studies 
conduct research in today’s Taiw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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